
從職業教育到愛國報國教育： 
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研究（1927–1949）

劉書峰

摘要

香港最早的新聞培訓機構香港新聞學社於1927年開辦，隨後又有

生活新聞學院、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新聞科、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達德

學院新聞專修科、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香港分校等出現。香港早期的新

聞教育多是提供短期職業培訓，授課教師名流薈萃，均是當時在香港

的較為資深的報人和知識份子，課程安排一直重視培養學生實際動手

能力。香港淪陷前，新聞教育從慘澹經營到熱情高漲，淪陷後被迫停

辦。戰後，香港新聞教育在中共及左翼知識份子的倡議和組織下再度

興起，直到因「宣傳政治」而被港英政府勒令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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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ng Kong Journalism Agency,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27, was 

the first journalism educational agency in Hong Kong. This was followed by 

Life Journalism College, the China Amateur School journalism course, China 

Journalism College, the Dade College journalism course, and the Min Zhi 

Journalism School Hong Kong branch. They all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practice and offered short-term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education led by many 

well-known journalists and professors. Both the Hong Kong Journalism Agency 

and Life Journalism College faced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soon 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All form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were forced to shut dow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Hong Kong flourished 

again due to the initiativ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other leftist 

intellectuals after World War Two, up until Dade College was clos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for “preaching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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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鴉片戰爭之後，香港被清政府割讓給英國。在英國人的統治下，

香港大部分時間是一個「無民主、有自由」的經濟中心，成為東西方經

濟、文化交流的橋頭堡。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內地軍閥混戰，而「大英帝

國於1932年簽訂了《渥太華協議》（Ottawa agreement, 1932），作為受英

國殖民統治的地方，香港的工業產品得以享有大英帝國特惠稅（imperial 

preference）的權利。」（王賡武，1997：374）香港工商業的繁榮發展產

生了大量的投資就業機會，因此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吸引了大批的

內地尤其是廣東移民。全面抗戰爆發後，來自全國各地的難民爭相逃

港，僅1937年就有約10萬難民湧入香港。雖然淪陷後香港人口大量減

少，但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國共內戰，又有大批內地人士再次湧入

香港。

人口的流動帶來的是對資訊的需求。從新聞傳播事業的角度看，

香港是中國近代報刊的發祥地，如《香港船頭貨價紙》、《孖剌西報》、

《華字日報》等，它們分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第一份

英文商業日報和第一份中國人自辦的中文日報。香港的報刊無論體例

還是內容，都成為中國現代報刊模仿的榜樣。如上海《申報》創刊時即

在〈發刊詞〉中提到：「新聞紙之制，創自西人，傳於中土。向見香港唐

字新聞體例甚善，今仿其意，設申報於上洋。」二戰前香港的報業市場

十分發達，經歷過「精英報業」時期、「黨派報業」時期之後，進入較為

商業化的「社經報業」時期（李少南，1997：497–521）。當時的報業市

場上既有宗教報刊，也有商業報刊；既有政黨報刊，也有黃色小報。

據日人統計，到1941年香港淪陷前，全香港共有39份中文報紙，7份

英文報紙，共46份（轉引自李谷城，2000：173）。抗戰勝利後至1949

年，香港不是國共重視的焦點，雖兩方在港各有言論陣地，但香港的

新聞事業在港督的治理下逐步平穩恢復。

鑒於香港新聞傳媒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對香港新聞教育進行研究

和介紹文章或篇章不少，其中以俞旭、朱立、朵志群1998年的文章〈香

港四所院校新聞教育之比較〉影響最大。該文作者為浸潤新聞傳播教育

多年的著名教授，對香港新聞教育有參與、建構之功，是較早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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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教育進行研究和反思的文章，後人之研究多引其史實、觀點（如李

家園《香港的新聞教育》）。然而，對香港新聞教育的發展歷程，尤其是

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研究，並未受到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新聞傳播學界

的重視，極少有學者關注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發展，現存資料多為對

相關人物或院校的個別回憶或介紹，較少綜合整理和分析。本文圍繞

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香港中華業餘學校、香港中國新聞學

院、達德學院、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等個案收集資料，並對重點組

織者（如黃天石、金仲華）、主要教師（如劉思慕、陸詒）等的回憶錄或

有關介紹文章進行重點比對，結合有關學生（如香港中華業餘學校的金

城、何賜樂，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鍾華、麥勁松、楊文炎、唐葆華、

葉有秋，達德學院吳秉文、藍威、李翼華、鄭海鷗、張明生、吳平、

陳燕芳等）的回憶文章，試圖大體還原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形態。其

中，對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和達德學院的記載相對較多。有關香港中國

新聞學院的，有鍾華的文章〈香港中國新聞學院〉，以及四本內部出版

物《歷史 · 話舊 · 懷念—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紀念文集》、《今昔依

依—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校友通訊集》、《情繫中新—香港中國新聞

學院創建55周年紀念文集》、《風雨歷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創建59

周年紀念文集》，收錄了上百篇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師生的回憶文章、題

詞、詩歌等。有關達德學院的，影響較大的先有盧瑋鑾（小思）的文章

〈達德學院的歷史及其影響〉，後有劉智鵬的專著《香港達德學院—

中共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2011），後者對香港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科

的資料收集較為詳細，另外也有正式出版的四本紀念文集《達德學院的

教育實踐》、《達德學院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達德歲月：香港達

德學院紀念集》、《文化青山：香港達德學院概況》，記載了課程設置、

回憶文章和有關照片等。更早的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香港

中華業餘學校，以及開辦時間較短的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資料則較

為缺少。如有關香港新聞學社和生活新聞學院的資料，只能從後人對

主要創辦人黃天石的介紹和回憶文章中找尋線索。有關香港中華業餘

學校新聞科的主要資料，來自周佳榮、丁潔主編《陶行知與香港「中業」

教育》中的各篇回憶文章與陶行知年譜進行比對。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

校的資料最少，學校創辦人顧執中雖對學校的創辦進行了描述，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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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負責人陸詒的回憶則僅有隻言片語，幸有當時刊登學校招生廣告的

《華商報》為佐證。

總體而言，為了保存文獻，研究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發展歷史，

考述有關群體的新聞教育活動，本文從有關人士的回憶、當時有關報

紙刊登的報導、當時的招生廣告、有關人士的年譜長編、相關檔案資

料中搜集史料，探討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形態，以及具有怎樣的特

點。並結合當時香港社會發展狀況、新聞界及從事新聞教育人士的處

境與心態，分析香港早期新聞教育何以出現這種形態及特點。以期為

學界研究香港早期新聞傳播史提供參考。

香港最早的新聞「夜校」

香港報業雖然發達，但由於工作辛苦、收入有限，新聞從業者的

地位始終不高，有錢的人家大都希望孩子去做醫生、律師等職業，只

有較底層的家庭才會讓孩子去報社工作。而當時報社用人一般也是先

從校對做起，優秀的成為見習記者、助理編輯，再逐漸成熟。實際

上，當時的報業遠未達到成熟的境界，記者被稱為「訪員」，各報稿件

大多採用自各通訊社。由於大多數人在進入報社前從未接受過專業培

訓，能否成長進步完全靠個人資質，因此報社十分需要專業的新聞教

育機構。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願意從事報業並從底層做起的年輕人大

多家境貧寒，無法支付高額的學費。在這種情況下，半工半讀性質的

「夜校」應運而生。

香港新聞學社

香港第一家新聞教育機構是由小說家黃天石（筆名傑克）於1927年

創辦的「香港新聞學社」，該校於夜間上課，1931年停辦。
1927年秋，黃天石聯合《工商日報》的關楚璞、《迴圈日報》的何雅

選、《華字日報》的勞緯孟、《香江晚報》的鄭天健、英國路透社香港分

社社長黃憲昭等人，共同發起成立香港新聞學社，黃天石任社長，關

楚璞和何雅選為副社長，黃憲昭為教務長（後由鄭水心接替）。設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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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包括：中國新聞史、歐美新聞史、新聞學理、新聞學概論、報業管

理、出版法、採訪術、編輯學、社論寫作、政治邏輯、中國現代史、

中國文學史、文學概論等（楊國雄，2010：57）。除上述發起人之外，

授課的教師還有新聞界資深人士如梁謙武、莫冰子、古愛公、譚荔

琬、龍寶秀、鄧稚援等（鄧善熙，2009：35）。

作為一所夜校，該校於晚上7時至9時上課，每週六次，學費15

元，學員分甲乙兩種，前者為正在從事新聞工作的半工半讀者，後者

為尚未從事新聞工作但有志於此的青年，第一期收學員30人。除此之

外還設兩年制的函授部，函授生超過百人。

除了上課之外，學校還設立了「南中國電訊社」供學生實習，這個

電訊社設有電機，是香港第一家通訊社，通訊網達日本東京、美國紐

約、英國倫敦等各大城市。「南中國電訊社」分中文部、英文部、日文

部，分別由關楚璞、黃憲昭以及東京《日日新聞》駐港特派員日本人德

富主持。在德富的幫助下，學生在通訊社的實習成果要為日本各大通

訊社供稿。

作為香港第一所新聞教育機構，香港新聞學社有較為雄厚的師

資、比較先進的實習設備和較好的實習機會，也確實培養出了符合當

時需求的新聞人才。畢業的學生中，有《蝦球傳》的作者黃谷柳、報人

麥思源、《星島晚報》總編輯唐碧川、《經濟商報》總經理葉飛絮、《華僑

日報》文化版主編黃嗇名等。

由於首創者黃天石一直對日本文化懷有熱情，1926年曾在雲南軍

閥唐繼堯的推薦下赴東京學習，但因語言不通加之身體不適倉促返

港。然而黃天石一直不忘其志，跟隨在日本出生的畫家鮑少游研習日

文並小有所成，終於1929年再度赴日。學校交由關楚璞打理，3個月

後該校因財政困難，結束停辦。

生活新聞學院

1937年，曾參與香港第一所新聞教育機構香港新聞學社創辦的香

港《工商日報》副社長關楚璞，與《迴圈晚報》總編輯黃育根、小說家、

電影導演侯曜、專欄作家黎伯挺等，共同創辦了香港第二家新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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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生活新聞學院」。1這所學院的辦學模式與香港新聞學社類似，同

樣是在夜間上課，由報界從業人員授課。為了給學生創造實習的機

會，學院開辦了「楊秋通訊社」供學生實習，向香港各大報社供稿。學

生還可進入《循環日報》參與校對、寫稿、編輯等工作。除此之外，該

校還經常邀請名人進行演講，為學生開拓視野。後來，「生活新聞學

院」改名為「香港文化事業社」，出版《廿世紀週刊》，並承辦《迴圈日報》

的副刊《香港文藝》和《兒童週刊》。

生活新聞學院學費5元，開辦時學生僅30餘人，3個月後只剩下15

人，半年後只剩下7人。由於學員不多，收入不足以支撐辦學，連房

租、雜費也難以支付，創辦人空有一番熱情卻無力回天。1937年冬，

關楚璞應《星洲日報》社長胡昌耀之邀由香港赴新加坡擔任《星洲日報》

主筆。侯曜也專心於電影事業。香港第二家新聞教育機構也關門結業。

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新聞科

陶行知先生一生多次海外遊歷，1938年9月1日在參加香港文化界

為歡迎他歸國舉行的座談會上，發表了被稱為「回國三願」的演講，一

是創立曉莊研究院培養高級人才；二是開辦難童學校收容流離失所的

兒童；三是在港舉辦業餘補習學校。而這「三願」中最早實現的是第三

願：成立了中華業餘學校。當時，陶行知的許多時間和精力放在向全

世界及中國各地傳播其教育思想理念上，陶行知自己並未參與該校的

具體籌辦及運作，但這是他生活教育理論的一次重要實踐，也使得陶

行知的教育思想在香港更加廣泛地傳播開來。

中華業餘學校於1938年11月開學，該校董事長為陶行知，校長吳

涵真，教導主任方與嚴。因時局動盪，陶行知、吳涵真、方與嚴等人

相繼離港，無人主持校務，結果中華業餘學校開辦了兩期，不到一年

的時間，就於1939年夏停辦。二戰後香港教育需求增加，1948年8月
10日以中業學院的名稱復辦，以郭沫若為董事長、朱智賢為院長，後

增聘黃繩為教務主任；次年成慶生接任院長、麥堅彌為教務主任。

中華業餘學校的具體領導工作是教導主任方與嚴抓的（蔡自新，
1994：49）。學生來自工廠、商店、銀行、海關（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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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論研究室《陶行知年譜稿》編寫組，1982：82）。開設的課程有時

事分析、政治經濟學、新聞、文學、英文、日文、教育、戲劇、繪畫

等；每科授課共24小時，學生可以自由選科（周佳榮、丁潔，2010：
9–10），每晚上課。該校按學生程度分為甲乙丙三組，學生自由選課，

另設講座，邀請在港專家進行專題講座。學費每期港幣5元。根據學校

成人性、業餘性、在職性的特點，規定每3個月為一個學期；每學科教

學時間，要求不少於24課時。1948年復校的中業學院設英文、會計、

教育、新聞、文學組。每星期一至六晚七時至九時授課（徐潤儉，
2010：51）。

中華業餘學校貫徹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實行「學做結

合」，各科學員在科任老師的指導下，組織了各種教學做活動小組（方

駿、熊賢君，2008：221）。新聞科的教學也十分重視實踐。據學生金

城回憶，學校為了配合新聞、文學系的教學，專門拿出一些錢，辦了

《中業》雜誌。那時經費困難，無法購買印刷設備，就通過關係在香港

《星島日報》館印刷廠代印。學校在上新聞、文學課時，讓同學們來《中

業》訓練、實踐，學習瞭解編輯、組稿、鉛字排版、清樣校對、印刷、

採訪等方面的工作（金城，2002：662）。

中華業餘學校有一支非常優秀的教師隊伍，多是知名人士，據學

生何賜樂、喬青回憶，當時教授新聞的老師有郭步陶、薩空了、惲逸

群等，茅盾、樓適夷、林煥平等教文學課，金仲華、喬冠華、劉思

慕、鄭森禹等擔任國際時事、政治經濟等課程（何賜樂，2010：28；喬

青，2010：31–32）。1948年復課的中業學院同樣有許多名師，如新聞

群組授課老師有《大公報》戰地記者孟秋江等（徐潤儉，2010：51）。

小結

縱觀香港最先開辦的兩家專門新聞學院以及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新聞

科，其辦學模式基本相同，辦學理念相似，均是新聞職業教育性質。

從辦學目標看，這時的新聞教育均是以培養新聞實用人才為目標，為的

是滿足當時香港報業發展的需要，解決學員個人的就業問題；從主辦者

和教員看，最早的兩所新聞學院基本上都是香港資歷較深的報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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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是一所綜合類業餘職業教育學校，新聞科是由越來

越多的來港避難的中共及左翼知識份子和報人參與授課；從課程設置

看，除了一般性的授課之外，主辦者都特別重視實踐，憑藉教師自身在

新聞界的影響力為學員提供實踐的機會，而兩所專門的新聞學院更是均

辦有通訊社；從最後的結局看，由於學員不足，加之主創者本身流動性

較強，最終這幾所「夜校」均因主辦者離港、學費入不敷出而結業。總

體而言，雖然這幾所「夜校」開辦時間均不長，但為香港新聞業培養了

許多人才，開香港新聞教育的先河，而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新聞科更成為

中共及左翼人士在香港新聞教育的先聲。

中共及左翼人士在香港的新聞教育

二戰中，由於日本侵華危害了包括英國在內各國的在華利益，港

英政府對待中共及各抗日愛國力量並未完全扼殺。但為了不得罪日

本，港英政府也限制各種抗日力量的發展，1938年9月，港府通過了

一項《緊急條例》，宣佈香港對中日的糾紛保持中立態度（葉德偉，
1982：28）。在新聞傳媒方面，安排有專門的機構人員對報刊進行審

查，規定凡「抗日」「敵人」「漢奸」等字樣一律不許見諸報刊，只能刪改

為「××」或以方塊代替。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達成協議共同抗日，

紅軍主力部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在全國多處設立八路

軍辦事機構。廖承志赴香港於1937年12月成立了八路軍香港辦事處

（對外稱粵華公司），負責中共在香港的聯絡與宣傳。1941年8月，中

共辦起了《華商報》，並與其他南下來港的愛國知識份子保持密切聯

繫，鼓勵、支援他們辦報辦刊，這一時期，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

活》，「茅盾主編的《筆談》、《文藝陣地》，郁風主編的《耕耘》，張明養

主編的《世界知識》，張鐵生主編的《青年知識》，馬國亮主編的《大地畫

報》等，都相繼出版。」（夏衍，1987：3）此外還有宋慶齡、何香凝兩位

夫人各自推動主辦的《保衛中國同盟通訊》、《僑胞》等。這一系列左派

報刊的出版，改變了香港商業報紙一統天下的局面。

除此之外，商業報紙也因左翼知識份子的加入而一度改變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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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金仲華擔任總編輯期間的《星島日報》，以及楊剛、羊棗擔任記者時

的香港《大公報》等等，通過創辦進步專刊、發表軍事及國際評論、刊

登抗日愛國言論等，成為南下香港的左翼知識份子發表言論的園地。

事實上，這種以商業報紙面貌出現的報刊因資金更為雄厚、發行量

大，得以有實力衝擊當時香港原有的華字、工商、華僑、循環等四大

主流報紙。也正是金仲華、楊剛、羊棗等，通過《星島日報》、《大公

報》等的影響力，得以假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的名義，創辦了中

共及左翼人士在香港最早的專門的新聞教育機構—香港中國新聞學

院，2 為中共及左翼愛國人士的新聞教育打開一片天空。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恢復。後來中共及左翼人

士又開辦了達德學院，其中也開設了新聞學系。上海創辦的民治新聞

專科也赴港開辦分校。達德學院和民治新專香港分校的開辦時間不

長，在冷戰的背景下，港英當局關閉達德學院，民治新專香港分校也

自動結業，香港的新聞教育於1949年告一段落。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於1939年4月23日舉行開學典禮，到1941年12

月香港淪陷前夕辦了三屆。抗戰勝利後，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於1946年
5月復辦，又開辦兩屆，另於1946年9月和1948年10月開辦了兩次函

授課程，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結束。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是由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主辦的。中國

青年記者學會（簡稱「青記」）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的新聞界組

織，該會於1937年在上海籌備，1938年3月30日在湖北武漢正式成

立。「青記」創辦初期會員較少，僅數十人，後來發展到一千多人，分

會遍及全國各地。1938年10月30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

成立，金仲華為分會會長。香港「青記」與總會及其他分會一樣，主要

活動包括創辦刊物、成立圖書館、組織各種活動等。金仲華擔任《星島

日報》總編輯之後，即創《青年記者》專版，以青記香港分會的名義主

編，並聯絡香港各方面知名人士成立的香港中國新聞學院。1941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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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召開臨時理事會，認為因戰時交通不

便，香港與內地聯繫不易，故與總會脫離組織隸屬關係，改名為「香港

青年記者學會」，並於6月向香港華民政務司備案（《華商報》，1941年
6月23日）。雖然名義上脫離了組織隸屬關係，但實際上改名後的香港

青年記者學會其性質及與內地有關人士的來往並未有任何變化。如當

年「九一記者節」時，香港青年記者學會組織紀念大會，主席團成員為

范長江、葉啟芳、惲逸群、喬冠華、林煥平，均是原中國青年記者學

會的重要人物（《華商報》，1941年9月2日）。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成立時，邀請曾任日本大使、時任全國賑務委

員會委員會副主任的許世英為董事長，邀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擔任副

董事長，以香港《申報》總編輯、老報人郭步陶為院長，《星島日報》總

編輯金仲華為副院長，教務主任為《珠江報》編輯譚思文，實際操辦者

為金仲華，前三屆始終未變。辦學宗旨是：養成健全之新聞工作人員

適應戰時新聞事業上之需要。戰後第四屆、第五屆及函授課程開辦

時，許多在戰時撤離香港的教授未回港，第四屆院長為剛剛離開《新生

日報》的葉啟芳、教務主任梁若塵，第五屆院長為時任《華商報》總編輯

劉思慕，教務主任《華商報》編輯高天。1946年開辦的函授班及1948年

開辦的函授學院院長劉思慕，函授班主任楊奇，函授學院教務主任高

天。辦學宗旨改為：造就實際的新聞專業人才。

為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授過課的教師，前三屆有郭步陶、金仲華、

羊棗、許君遠、樓適夷、梁式文、劉思慕、羅吟圃、吳范寰、梁若

塵、喬冠華、鄭森禹、王紀元、邵宗漢、葉啟芳、潘朗、張問強、惲

逸群、盧豫冬等，後兩屆有薩空了、葉啟芳、梁若塵、高天、劉思

慕、梁若虛、王家振、千家駒、俞鯉庭（筆名沙溪）、廖沫沙（筆名懷

湘）、沈志遠、黃藥眠、赫生、韓北屏、陳文川、趙元浩、劉思慕、陸

詒、鄧楚白（鄧家愷）等。並經常邀請在港名人講座。

香港淪陷前環境複雜，如國民黨在香港的黨報《國民日報》始終敵

視中共及其他黨派所辦的報刊，認為「青記」香港分會「最初完全在左翼

分子控制之下，但《國民日報》號召其他擁護政府的報人，也一同加

入，從他們手裡奪回部分的控制權。那些非共黨人也進入新聞學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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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授方面，非共的有王啟煦（國民日報總編輯），唐碧川（當日

的香港新聞社社長），譚思文等」（林友蘭，1977：61）。但實際上，這

幾位也與中共及左翼人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王啟煦雖為陳佈雷

妻弟，但也是「青記」最早的發起人之一。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課程設置因各屆教師不同而略有差異，主要

有新聞編輯、新聞文藝、經濟新聞、國際新聞、本國新聞事業、現代

政治、報館經營、新聞採訪、軍事新聞、資料整理、現代史、評論研

究、新聞學概論、新聞史、社論研究、印刷常識、廣告學、國內新

聞、新聞文學、譯電研究、近代國際問題研究等。

隨著日本侵華腳步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失學青年從內地逃往香

港，再加上原有的香港學生，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招生較之前的新聞 

「夜校」火爆。前三屆招生分別達78人、73人和58人，復辦後兩屆分別

招生57人和48人，函授班招生30人，函授學院招生100人（鍾華，
1991：146）。中國新聞學院的入學資格規定一直是高中畢業或具有同

等學力，但需經過測驗。授課時間均為除週六、周日的每天下午7時

起，前三屆兩個小時，後兩屆兩個半小時。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第一屆1939年4月24日開課，實際授課時間5

個月；第二屆1940年3月11日開課，學制4個月；第三屆1941年2月1

日開課，學制5個月；第四屆1946年5月13日開課，學制3個月；第五

屆1946年9月14日開課，學制半年。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在課程設置上特別重視實踐。除了晚上上課之

外，白天分組到《星島日報》、《大公報》、《珠江日報》、《華商報》等報

館去實習，校對、採訪、編輯、寫作、資料等方面均有涉獵。除此之

外，還安排每個學習小組每週出版一份油印報，這樣無論採訪、寫

作、編輯、校對、排版、印刷等各方面均能得到鍛煉。第一屆學員畢

業後，學院由梁若塵、葉廣良等創辦了中國新聞通訊社，學員畢業後

可以參與其中。雖然中新社初創時期條件十分簡陋，學員們經驗不

多，寫出的稿件也差強人意，但由於有其他學員畢業後赴內地工作，

尤其在第一屆學員中選派了八名畢業生組成粵北戰地記者組，赴廣東

隨十二集團軍採訪，可以比香港其他的通訊社獲得更多國內新聞，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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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旗幟鮮明，中新社遂逐漸站穩腳跟，堅持到香港淪陷前才告結束。

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科

達德學院是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合作開辦的高等院校（劉智鵬，
2011：12）。抗日戰爭結束後，香港重新由英國管治，港英政府繼續維

持戰前的自由貿易政策。戰後的香港政治環境相對比較寬鬆，政府主

要精力放在恢復社會秩序及發展經濟上。國共內戰開始之後，中共說

明部分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及知識份子從內地轉移到香港，這些人成

為達德學院的主力。
1946年10月10日，達德學院成立，陳其瑗任院長，陳此生任教務

主任，楊伯愷任總務主任。設商業經濟系、法政系、國文系，1947年

秋增設新聞專修班，1948年下學期新聞專修班第二次招生。1949年2

月，港英當局突然下令關閉達德學院。

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班有三位專職教授，陸詒、梁若塵、張兆麟（劉

樂揚）。新聞專修班學制一年兩個學期，實行學分制，共58學分，課程

包括新聞學概論、新聞寫作、報業史、報業管理、速記學、社論寫

作、廣告及發行、編輯術及實習、探訪術及實習、攝影術及實習、電

報技術、英文、中國近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國地理、世界地理、倫

理學、實用經濟學及經濟問題、法學通論、社會問題、心理學、時事

研究、各國政府及政黨等。從課程設置上看，專業課程中既有新聞理

論類，也有新聞業務類，還有速記、電報等技術類；基礎課程中則有

中外史地、經濟社會、法學心理；同時特別重視英文和時事研究，兩

個學期均有設置；除此之外，第二學期課程更注重實用性，尤其還增

加了實習類課程，學以致用。

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班也十分重視交流與實踐。據《達德歲月：香港

達德學院紀念集》「大事記」記載，1947年12月，新聞專修班同學與「民

治新聞專科學校」同學交流，1948年下半年至年底，三次前往《文匯

報》、《星島日報》、《華商報》實習參觀，並由陸詒帶新聞專修班同學前

往「國貨展覽場」採訪。12月20日，香港《大公報》六位編輯來學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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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專修班同學座談。除此之外，新聞專修班同學在教師指導下辦一

份校內報刊《達德新聞》。

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

民治新聞專科是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新聞教育學校。學校創辦人

為顧執中，曾在該校任教的有戈公振、翦伯贊、艾思奇、陳翰伯、鄭

振鐸、陸詒、彭樂善等，為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培養了許多人才。民

治新聞專科學校誕生於1928年，歷經民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辦學地點從上海到重慶，還一度在香港、緬甸仰光和

印度加爾各答辦學，最終於1954年停止招生。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幾

位老校友於1983年恢復民治新聞學校，顧執中也於1985年10月在北京

復校，1998年宣告結束。

有關民治新聞專科在香港辦學的資料不多，據1948年3月12日刊

載在《華商報》的招生廣告看，民治新聞專科每期招生20人，要求高中

程度有志於新聞工作的男女青年，上課時間為每晚七時至九時。據創

始人顧執中回憶，1940年被國民黨特務槍擊受傷後曾逃往香港，雖然

當時香港生活比內地舒服，他曾一度想把民治新專遷港復課，但多次

考慮覺得不妥而未成行。國共內戰開始後，民治新專的學生積極參加

反獨裁、反內戰、反饑餓等示威活動，擔心在上海被封，決定到香港

設立分校。為募捐出力最多的是校董董德亁，一共一萬幾千元的港幣

大多數是他募捐而來。1947年秋天，顧執中與陸詒、耿堅一起搭船前

往香港，在分校的籌備工作稍有眉目後，顧執中、耿堅先後離開香港

返回上海，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由陸詒單獨負責。民治新專香港分

校辦到1949年春天結束，實際每期約收學生三十人左右（顧執中，
1981：205–206）。

而據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的負責人陸詒回憶，他在香港灣的菲

林明道租到一個四樓的樓面，辦了民治新專香港分校。招收的學生都

是職業青年，在晚上上課，學生人數少而且流動性大，辦到1948年底

即結束（陸詒，198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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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詒一直與中共關係密切，國民黨曾於抗戰期間對陸詒進行調

查，認為陸詒對國民黨的抗戰建國政策，一向「持反對態度，其平時講

課，每每均以批評為博得青年擁護之工具。而於蘇聯一切政策，無不

心悅誠服，滿口讚揚，是故該員思想左傾之問題，已屬毫無疑問。同

時，該員所請蒞校演講之人物與講題，類多左傾份子及以攻擊政府為

職旨之材料……以此等人物主持該校，誠為危險也。」（《中國民國史

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 第二編》，1997：837）

此次陸詒去香港，也是在周恩來的指示和幫助下完成的。據陸詒

回憶，1947年10月17日上午，他應范長江之邀赴馬思南路中共代表團

辦事處談話，得知周恩來要他即日離開上海到山東解放區工作。第二

天得知國民黨政府軍隊正在進攻煙台，遂令其改往香港找章漢夫安排

工作。臨行前，周恩來約陸詒談話，說「你在上海新聞界目標較大，不

宜久留，還是早點到香港去為好。」（陸詒，1994：36–37）

陸詒既是民治新專香港分校校長，也是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科專職

教授，在他的安排下，兩所學校新聞科的同學得以相互交流。據達德

學院學生吳秉文回憶，「有一天，民治的同學來達德參觀，互相學習。

為了迎接民治的同學，新聞班課室裡貼了標語、對聯等，十分隆重。

我只記得對聯的下聯是這樣的：『要達德、要民治、還要團結』。此後

我們一些同學也去過民治。」（吳秉文，1996：359）

小結

縱觀以上三所新聞教育機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達德學院、民

治新專三者有著直接而密切的聯繫。首先，這三所學校的創辦都與中

共及左翼人士關繫密切，尤其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是在「青記」的直接

領導下創辦的，與中國內地各「青記」分會持一樣的觀點和行動。其

次，三所學校的教師志趣相投、關係密切，如金仲華、喬冠華、張鐵

生等都是當時國際時事的著名評論家，常在一起聚會聊天。而當香港

中國新聞學院的教師在達德學院開辦後，原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教師

更是全部轉入其中。如陸詒和梁若塵既是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第五屆和

第一屆的教授，也是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班的負責人和專職教授，陸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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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民治新專香港分校的創辦人和負責人；曾任第五屆香港中國新聞

學院院長的葉啟芳在達德學院講英文，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千家

駒、劉思慕等成為達德學院商經系教授，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高天

成為達德學院法政系教授，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黃藥眠是達德學院

文哲系主任。除此之外，曾經在達德學院進行過政治類專題講座的還

有曾為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師的薩空了（講《關於國際關係》）、喬冠華

（講《國際國內形勢》、《人民戰爭的形勢》、《渡江前夕的形勢》、《偉大

的戰略決戰》、《將革命進行到底》）等。 

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特點

中國20年代至40年代的新聞教育，眾多密蘇里大學的中外校友來

華參與創建新聞教育（羅文輝，1989：201–205），一般認為最先受到美

國新聞教育的影響比較大，後來則逐漸由照搬密蘇里模式到形成自身

特色（林牧茵，2013：273）。而以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創立和發展為標

誌，中國新聞教育逐步摸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以培養應用性人

才為目的，以新聞知識與技能的教育訓練為教學重點（李建新，2003：
164–165）。

具體到香港早期新聞教育，既不受港英官方的關注和影響，也並

無內地那般受到美國新聞教育的巨大影響並依託知名高校開辦學歷教

育，又有別於香港本地其他行業個體作坊式的口傳心授，而是依託香

港本地及來港的具有豐富經驗的報人，結合動盪時期生活在殖民地的

香港青年的生活實際，從解決生計入手，逐漸發展到施加思想政治影

響，從而呈現出獨有的特色。總體而言，可以總結為教師方面名人薈

萃，課程方面注重實踐，學生方面熱情漸高，課程方面從從職業教育

轉向愛國報國教育，開辦和結業則與主辦者所擁有的資源息息相關。

教師：名人薈萃

縱觀幾所新聞學院，無論首創者還是教員，大都是在新聞界較為

資深者，許多還擔任總編輯、主筆、經理等重要角色。如香港新聞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9期（2017）

206

社創辦人黃天石，年少成名、風流倜儻（黃苗子，2001），還曾任唐繼

堯的幕僚，是當時香港報界的一時之選，他的小說風行一時，有「南黃

北張」之稱（張即張恨水）。黃天石還創辦了香港基榮出版社，專門出版

自己的小說以防盜版。再如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集中了一大批南下的

優秀知識份子和報人。香港淪陷前的首任院長郭步陶德高望重，當時

為香港《申報》總編輯，還曾任復旦大學新聞系和申報新聞函授學校教

授；主持工作的副院長金仲華當時為香港《星島日報》總編輯，同時協

助好友鄒韜奮辦報，還堅持《世界知識》在香港的出版，並參加了宋慶

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擔任執委會委員。戰後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復

辦，主辦者也多為在各報主事者，如葉啟芳、劉思慕、楊奇等。達德

學院創辦時，正值國共內戰，大批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在中共的幫助

下疏散到香港乃至東南亞一帶。遷到香港的「中共的幹部各有政治任

務，在香港不愁出路；文化人則遠離他們的活動地區，無法在原來的

崗位上發揮他們的專長。這時候的香港正在努力恢復戰前的活力，暫

時並無足夠的文教機構可以讓這批文化人棲身。他們學有所成，是文

教界一支高質素的團隊，一所高等校院無疑就是安置他們的理想地

方。」（劉智鵬，2011：6）以這種觀點看，正是先有了這批無處安置的

高素質人才作為基礎，才成立了達德學院這所學校。如達德學院新聞

專修科的主任陸詒，就是當時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主任、《光明報》的

主編，也是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的校長。

從師資來源看，這些名師大部分都是自內地來港的文化人。二十

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香港人口的流動性非常大。在來來回回幾

次的遷徙中，有大批知識份子和報人往來於香港，這成為香港新聞教

育得天獨厚的優勢。

教學：重視實踐  

「由於受英國『文雅教育』思想的影響，港府辦理的職業學校很

少。……而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社會，需要大量受過良好職業訓練的初

級技術人才，這項任務就歷史性地落到了私立培訓機構和企業身上。」

（方駿、熊賢君，2008：220）由於「這一時期，香港培訓新聞記者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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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從業員一直奉行的是學徒制（apprenticeship），新聞教育多是提供短

期職業培訓課程。」（俞旭、朱立、朵志群，1998：23）因此，無論是香

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還是中共及左翼人士在港開設的新聞教

育，都是職業教育性質的，以培養實用的新聞人才為目標。

作為職業教育機構，目標是培養能夠動手的實用人才。從第一所

新聞培訓機構香港新聞學社開始，學院的主辦者就積極為學員提供動

手的機會。如香港新聞學社的「南中國電訊社」購買了無線電機，是當

時的「高科技產品」，還請東京日日新聞駐港特派員日本人德富幫助，

將學生在通訊社的實習成果為日本各大通訊社供稿。生活新聞學院則

承辦了《迴圈日報》的副刊《香港文藝》和《兒童週刊》，相當於學員直接

參與當時香港最著名報紙的各項工作。中共及左翼人士主辦或參與的

三所新聞教育機構，則均開辦內部刊物，由學員自己完成辦報辦刊的

全部流程。如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科主任陸詒回憶說，「說特點，只有一

個特點，那就是理論聯繫實際。我們著重在新聞工作的實踐中鍛煉，

以實踐為準則。我們自籌經費，先辦了一張油印報《達德新聞》，從
1948年下半年開始改為鉛印的小報，我們把全班同學分別安排在編

輯、採訪、評論和管理（包括經理、印刷、發行、廣告）等各部門，並

且定期輪換工作。」（陸詒，1996：248）

在時局動盪、烽火連天的年代，學得一技之長，退可安身立命，進

可報效祖國，重視實踐成為當時新聞教育的唯一追求。也正因為如此，

這些新聞教育機構十分重視學員的就業和出路問題，無論是「南中國電

訊社」「楊秋通訊社」，還是「中國新聞通訊社」「粵北戰地記者組」，某種

程度上都是為學員畢業後尋找出路提供線索和幫助。這些新聞教育機構

也確實為當時香港及內地包括東南亞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新聞人才。

學生：熱情漸高

香港最早的兩間新聞「夜校」創辦時，雖然中國內地時局動盪，但

香港總體而言還算穩定。如前所述，當時香港報人的社會地位和收入

並不算高，但由於其他更好的職業門檻更高，因此願意投身報業的以

中下層百姓為主，如香港新聞學社的學員黃谷柳出生於越南的農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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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學員唐碧川年少時也僅靠在港工作父親的微薄薪水糊口（唐錫良、

鄭壽稠，1992：12–13）。這種情況就造成學員的來源並不穩定，學員

一方面半工半讀十分辛苦，而且對自己在報業的前途也並不明朗，僅

作為謀生的手段而言，參加新聞職業培訓的興趣也就不大了。而且由

於所收學費不高，教師僅拿象徵性的收入，教師和學生的流動性均比

較強。

然而時移世易，隨著日本侵華腳步加快，懷著救國之心參與香港

中國新聞學院的學員越來越多，前三屆招生分別達78人、73人和58

人，與之前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慘澹經營收場形成鮮明對

比。加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師資力量雄厚，這也吸引了許多出身中

產階級乃至更加富裕家庭的學員參加，如第一屆學員杜啟芝、第二屆

學員黎士英等（麥勁松，1991：131；楊文炎，1994：125）。戰後的香

港中國新聞學院復辦後，兩屆分別招生57人和48人，函授班招生30

人，函授學院招生100人。而達德學院更是以強大的師資，吸引了大批

華僑學生、內地學生、港九本地學生（香港達德學院北京校友會，
1992：11）。據1996年出版的《校友通訊錄》統計，有姓名住址的學生

為593人，失去聯繫的88人，已經辭世的121人，以上總共802人，其

中新聞班至少有58人（《達德歲月》編委會，2004：94）。

從近現代歷史上看，香港一直是一個避難的地方，每當中國政局

不穩的時候，便會有許多國內的同胞湧入香港。香港的新聞教育從慘

澹經營到熱火朝天，也是與中國內地形勢的發展直接相關的。從香港

人口數的角度看，1901年新界納入香港版圖時， 香港人口數為
283,975，隨著日本侵略中國的步伐，越來越多的人們湧入香港，1937

年香港人口數為1,006,982。這一數字到1941年香港淪陷前達到頂峰，

為1,630,000（丁新豹，2005：41）。香港淪陷後，日本人將大批中國人

遣返，只剩60萬左右。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內戰又起，香港再度成

為「避風港」。這次由國內遷至香港的難民更多，其中許多青年因戰爭

而耽誤了學業，希望能在香港重新投入校園生活，但當時香港只有一

所大學，吸納能力有限，他們只能尋找這種業餘性質的學校；還有一

些知識青年來到香港後無事可做、報國無門，進入當時香港唯一培養

新聞人才的中國新聞學院，就已經並不僅限於個人前途考慮，更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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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青年愛國救國報國之心在其中。中國的知識份子一向以天下為己

任，而當時中國內地報業的經驗已經證明報紙與政治時局有著千絲萬

縷的聯繫。因此，雖然當時香港的新聞業紛亂複雜，各種政黨、利益

關係雜處，但知識青年憑著一腔奮發報國的熱情，香港的新聞教育也

愈發蒸蒸日上。

課程：從職業教育到愛國報國教育

單純從課程設置上看，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與中共及左

翼人士開辦的新聞教育比較類似，主要課程基本包括三類，一是新聞

理論及歷史課，如中國新聞史、歐美新聞史、新聞學理、新聞學概論

等，二是新聞業務課，如報業管理、出版法、採訪術、編輯學、社論

寫作等，三是其他文史基礎課，如政治邏輯、中國現代史、中國文學

史、文學概論等。唯一不同的是後者比前者多設置了有關時事政治的

課程，如現代政治、近代國際問題研究等。面臨國破家亡、國際形勢

日益複雜的局面，面向社會大眾的新聞教育中增加類似課程也並不令

人意外。然而，相似的課程設置不代表相似的培養結果，黃天石、關

楚璞等人所辦的新聞教育機構是為了培養瞭解報業運作、能夠迅速參

加新聞工作的熟手，而香港中國新聞學院以及達德學院，則在此基礎

上還具有更強烈的思想性和傾向性。兩所學校在中共的參與下，主導

了其發展的方向。

香港淪陷前，中共有意識地將南下的文化界人士組織起來，雖然

他們並不一定都是中共黨員，但大多與中共各類秘密組織或中共黨員

交往甚密，如金仲華、劉思慕、高天、楊奇等，均成為香港中國新聞

學院的辦學主要力量。國民黨方面也意識到這一問題，國民黨軍委會

辦公廳曾於1941年9月15日密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認為共產黨「文化

界活動分子，近以香港為其文化工作之根據地，對於後方從事藝術宣

傳工作之人員，多方誘惑其赴港，以期羅為己用。茲為謀有效之防制

計，嗣後對於此類人員請求發給離渝執照，應請貴會轉飭主管機關嚴

加限制，必須持有所屬機關正式證明檔，確係因公赴香港者方允發

給。」（《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二）》，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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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學生經過老師們的薰陶，也多在思想上傾向

中共或左派思想。如唐葆華回憶，1940年秋，在中共的組織下成立了

「一個以中國新聞學院第二屆部分學員為主、並有第一屆、第三屆部分

學員參加，後來還吸收社會上要求進步的青年參加的愛國群眾組織」

（唐葆華，1989：36）政治經濟研究會。他們畢業後還組織起來，學習

革命理論，反對國民黨政權。也有許多畢業生參加了中共在香港文藝

界的組織「文通」、「文聯」、「文生」（葉有秋，1989）。

戰後的達德學院更是如此。首先，學員中有許多本身在思想上傾

向中共。有的是「在蔣管區裡暴露了身份的革命分子和進步人士」（藍

威，1992：106），有的是「由於參加學生運動，遭到了國民黨的迫害，

難於繼續」（李翼華，1996：279）求學的中學生，大多數都是思想上本

身傾向於中共的青年。其次，學校的創辦與發展與中共有千絲萬縷的

聯繫。1946年6月中共在香港成立工作委員會，與左翼人士不約而同

有了創辦大學的念頭，但由於中共無法公開活動，因此負責營運學校

的主要是左翼民主人士，他們來自「農工」「民盟」和「民革」三大黨派（劉

智鵬，2011：42）。第三，中共以各種學習小組的方式，在潛移默化中

影響學員的思想。1947年初，達德學院黨組織更是根據中共南方局的

決定，成立「新民主主義同志會」，後改成「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各團

支部由黨支部直接領導。到1948年底在校團員已達180多人（香港達德

學院北京校友會，1992：40）。第四，中共黨員參與授課，並在課程中

加入政治思想學習的內容。如泰國民盟成員、原新加坡多家報社的特

約記者鄭海鷗回憶，除了專業課外，還有張明生老師講授社會發展

史，梁嘉老師講思想方法論，並要聽張鐵生老師講國際政治等基礎課

（鄭海鷗，1996：263）。在他提到的這三位老師中，張明生、張鐵生都

是達德學院校內黨組的成員（張明生、吳平、陳燕芳，1992：102），梁

嘉時任中共粵桂湘邊區工委書記，當時在香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

料叢書編審委員會，2006：242）。這種政治教育是過去香港新聞學

社、生活新聞學院所沒有的。

社會的需求是早期香港新聞教育發展演變的外在條件，而主辦者

教育理念的演變則決定了新聞教育往甚麼方向發展。早期香港新聞教

育的辦學理念，從最初的解決個人生計的職業教育，轉向以愛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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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訴求的愛國報國教育，這種理念的變化，是與當時全中國的形勢

發展息息相關的。尤其學員們共赴國難、參與國家構建的熱切期盼，

都體現了香港參與國家發展的強烈願望。

開辦和關閉：與主辦者息息相關  

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開辦或關閉，與主辦者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

社會資源密切相關。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均為一群志同道合

的報人自發開辦，然而無論是黃天石、關楚璞還是其他主要參與者，

大部分為單純的報人或文人，即便在業內有一定名氣，但在政商兩界

並無過人實力和影響。興辦新聞教育並不是僅憑有辦報經驗、行業人

脈以及一腔熱情就能成功的，還需要方方面面的資源。尤其在動盪的

社會中，一旦遇到主辦人變動或招生不足等無法預料的危機，抗風險

能力不足的缺點使得新聞教育搖搖欲墜，最後只能關門大吉。這也是

生活新聞學院、香港中華業餘學校乃至後來的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

等開辦不足一年即自然結業的根本原因。

與之相反的是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和達德學院，自創辦時即十分注

重吸納各種社會資源。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開辦時，除了有眾多報人和

知識份子保證教學水準之外，還邀請政界元老許世英、社會賢達教育

家陶行知任正副董事長，院長、副院長也是由香港當時實力頗為雄厚

的《申報》、《星島日報》的兩位總編輯郭步陶、金仲華擔任。這種架構

融政、商、學、報界於一體，加之背靠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

得以從內地源源不斷的輸入人力資源，使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成為當時

頗為穩定的新聞教育機構。達德學院更是戰後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一

個成功的合作專案（劉智鵬，2011：16），既有中共周恩來、董必武的

幕後推動，也有國民黨元老李濟深、彭澤民、何香凝、司徒美堂等的

直接支持，還有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農工民主黨

等重要成員參與（劉智鵬，2011：25，盧瑋鑾，1988：151），愛國將領

蔣廷鍇更是慷慨借出別墅作為校舍。除此之外，各位校董每人負責募

捐一千港幣以上，而首次募捐即籌集了大約兩萬元港幣，用於修葺校

舍、購買教學設備等等（劉智鵬，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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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早的新聞「夜校」最終均因招生不足、主辦者意興闌珊離港

主動結束學校而告終，這顯然是與主辦者擁有的資源不足密切相關。

而達德學院的關閉並非資源不足，而是因政治傾向過強被港英當局封

閉。由於當時國共內戰大局已定，中共並無強化在香港影響力的打

算，逐步將在香港的有分量的中共黨員和左翼民主人士送回內地，參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甚至達德的許多學生也紛紛接受任務返回

內地。無論教師或者學生，都視在香港的歲月為過渡時期，只要局面

有利，他們都渴望返回內地為國家建設出一份力（劉智鵬，2011：
159）。

結語

總體而言，隨著日本侵略中國的進程，以及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

的發展，除香港淪陷的三年八個月之外，香港社會對新聞教育的需求

與日俱增，一方面，隨著人口的遷徙，大量中文報紙創刊，來港求學

的學生逐漸增多，另一方面，來香港避難的知名報人和知識份子增

多，保證了師資的數量和品質。社會的動盪與各團體黨派的不同利益

訴求，使得香港報業需要大量的新聞人才。另外，二戰後中共及左翼

人士有意識在香港新聞教育中加入愛國報國教育，為戰後建立政權培

養力量、儲備人才。

香港早期新聞教育也存在一些可以改進的問題。從香港新聞學社

開始，一直到抗戰結束後的達德學院，從黃天石，到關楚璞，到唐碧

川，到楊奇，還有在這一動盪時期多次離港返港的報人及知識份子，

如對新聞教育有過深入思考、經驗豐富、德高望重的郭步陶等，他們

的頻繁互動使香港早期新聞教育有著藕斷絲連的脈絡與傳承，也與內

地新聞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他們始終沒能建立起較為完善的

新聞教育理論和實踐的框架體系，尤其如何把中國內地乃至國外的教

學經驗和香港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統籌考慮師資隊伍的建設與培養

等。但考慮到當時這些主辦者的過客心態以及與內地相比幾乎毫不落

後的師資與課程設置，這與香港早期新聞教育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可

謂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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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早期香港新聞教育留下哪些痕跡，後來者如何看待它

所留下的迴響，這些一直未受到應有的注意。尤其是港人近些年來一

方面深入挖掘本土意識，一方面思索國家意識與認同的種種問題，香

港新聞工作者更是對在外界影響下輿論收緊的種種表現感受愈發強

烈。在這種情況下，對早期香港新聞教育的研究，將為我們提供一些

值得參考的視角和值得反思的內涵。

註釋

1  一說為該校由侯曜任院長，於1938年新聞學院改為楊秋通訊社，1939年得
杜其章相助，將楊秋通訊社改為「香港文化事業社」，杜其章為董事長，侯
曜負責社務。見陳正茂（2011），〈遭日軍殺害的戲劇家—侯曜〉，載《逝
去的虹影：現代人物述評》（頁81–82）。台北：秀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該校開辦前三屆時名為中國新聞學院，復辦後兩屆名為香港中國新聞學
院，本文統稱香港中國新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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